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心 理 與 輔 導 學 系

教育心理學報，2024，56 卷，2 期，305–332 頁

https://doi.org/10.6251/BEP.202412_56(2).0004

1 亞洲大學心理學系
2 亞洲大學附設醫院臨床心理中心

通訊作者：張瀚云，亞洲大學心理學系，ta8001017@asia.edu.tw。
本研究感謝亞洲大學附屬醫院補助（計畫編號：11251014）。

以行動裝置進行點偵測任務訓練
對臺灣高中生考試焦慮與情緒調

節之成效初探

林逸安1、張瀚云1, 2

過度的考試焦慮會使學生無法集中注意力，從而影響表現。近來研究發現，點偵測訓練可以有效

降低考試焦慮，但這些研究通常缺乏本土化和生態環境中的應用實證。本研究設計了一款使用中

文考試相關字詞作為刺激物的 APP訓練程式，允許學生遠距進行點偵測訓練。實驗在學生的兩次
期考之間，為期六週，每週三次，每次十分鐘。在訓練前後，我們測量受試者的情境與特質焦慮

量表及情緒調節量表的得分，並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期中考前五天測量生理指標。本研究共招募了

13名高中生，其中 12名完成了訓練。成對 t檢定結果顯示，點偵測訓練降低了受試者的情境和特
質焦慮，促進了情緒調節能力，且部分降低生理激發。然而，本研究未發現注意力偏誤改善的明

顯效果。由於缺乏對照組，本研究結果尚無法確認訓練的成功性。建議未來研究應擴大樣本並加

入對照組，以增強統計效力，同時也能提供更可靠的基礎來評估點偵測訓練對考試焦慮的實際效

果，從而更有效地確認研究假設的正確性。此外，若能調整生理指標的收集時間，可能更有效地

掌握考試焦慮引發的生理變化。本研究是臺灣首次探討使用遠距行動裝置進行點偵測訓練對降低

高中生考試焦慮的影響，除提供實證建議，也為臺灣注意力偏誤修正研究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 點偵測訓練、考試焦慮、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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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研究發現一種注意力偏誤調整（attention bias modification, ABM）方式，點偵測訓練（dot 
probe task, DPT），可幫助大腦認知資源從威脅性刺激中解放而促進情緒調節及降低學生考試焦慮
（Cai et al., 2018; Price et al., 2014）。但目前對於 ABM療效的說法不一，點偵測訓練是否能可有效
減輕學生的考試焦慮現階段仍有四項研究缺口：（一）介入效果受實施場域是在實驗室或遠距在家
的影響甚大，故在真正納入臨床治療之前，需進一步的實證研究（Linetzky et al., 2015; Mogoaşe et 
al., 2014）；（二）引起考試焦慮的喚起機制如非正式學業考試，是否真的能引起學生對於考試的
負面情緒，值得進一步探討（Cai et al., 2018）；（三）目前驗證考試焦慮的方法主要以問卷為主，
較少配合多樣生理指標（Roos et al., 2021）；（四）過往訓練介入多在電腦上進行點偵測訓練，與
一般行動裝置相比，其使用上的可及性較低，但使用行動裝置進行點偵測訓練的可靠性尚未被確認
（Zainal & Jacobson, 2024）。
本研究運用符合臺灣文化的「考試焦慮相關用字」為點偵測訓練的刺激物，透過配合受試者的

日常學業考試，更貼近學生實際的考試焦慮情境，以檢視點偵測訓練的功效。此外，本研究使用生
理回饋儀和血壓計來測量受試者面臨考試時的生理變化，以客觀數據搭配主觀問卷的方式評估訓練
後的變化。本研究假設，透過點偵測訓練，可以顯著降低受試者的情境與特質焦慮、提升情緒調節
能力、降低注意力偏誤，以及減少生理焦慮的變化。

文獻探討

（一）考試焦慮對於青少年學業和身心的影響

考試焦慮，被定義為個體處在面對考試、被評量或競賽情境所引發出的特定緊張反應（Zeidner, 
1998）。此特定焦慮現象受到關注，是於 1952年因Mandler與 Sarason推出「考試焦慮問卷」（The 
Test Anxiety Questionnaire, TAQ）作為研究工具，這項指標性的研究，為後續學者在相關領域的探
索提供了堅實基礎 （Mandler & Sarason, 1952; Stöber & Pekrun, 2004）。值得注意的是，考試焦慮
與一般性焦慮有所不同：前者主要將評量或比賽結果視為潛在威脅，而後者的擔憂範疇則更為廣泛
（Baloglu, 1999）。
隨著研究的進展，學者進一步提議應將考試焦慮分為「考試前焦慮」及「考試中焦慮」，因學

生在考試前所經歷的焦慮感與考試時的生理反應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且學生考試前的焦慮感會
影響正式考試的狀態（Stöber & Pekrun, 2004; Zhang et al., 2011）。青少年研究亦顯示，臺灣高中學
生在面對較高的考試前焦慮時，其考試時的緊張程度會隨之上升，進而對學業表現產生不利影響（陳
婉真，2009）。
臺灣高中生面臨的考試焦慮會直接妨礙他們的認知解題能力（陳婉真，2009）。而從國際視角

來看，考試焦慮在各種教育階段的盛行率可達 15—25%，且隨著學生年齡增長，特別是在國、高中
階段，考試焦慮的程度更是持續增加（McDonald, 2001; Putwain & Daly, 2014; Sung et al., 2016）。
青少年階段，考試焦慮是常見的現象（趙子揚等人，2018），但過度焦慮反使學生無法在考試

情境中展現其真正的實力（宋曜廷等人，2013；陳婉真，2009；Chao & Sung, 2019）。考試焦慮對
於學業和成就而言，是一種負向情緒狀態，這與學生對考試結果的擔憂有關，尤其是當學生認知到
考試結果可能影響他們的未來（林宴瑛，2022；陳婉真，2006；Cai et al., 2018）。適當的考試焦慮
會使學生在更專注於考試（McDonald, 2001），但過度的焦慮會影響他們的專注力，負向循環之下
只會引發更高的考試焦慮（黃筠婷、程炳林，2021；Dewhurst & Marlborough, 2003），進而影響學
業成就，甚至可能降低他們的社交功能和幸福感（陳智修，2018；Daly et al., 2011; von der Embse et 
al., 2018）。
焦慮症狀雖是臺灣青少年常見的精神問題，但真正尋求協助的個案並不多 （Huang, 2008）。

青少年的考試焦慮不僅影響其學業表現，還會在認知、生理和行為三個層面產生影響。在認知層面，
他們可能會產生自我貶抑、預期失敗和低自尊等情緒；在生理層面，則可能出現心跳加速、呼吸急
促、血壓上升等反應；而在行為層面，他們在考試中可能會表現出焦慮狀態，如四處張望或咬指甲
（Cai et al., 2018）。受到高度考試焦慮困擾的學生在考試及學習表現上往往不如預期 （陳婉真，
2009；Conley & Lehman, 2012; McDonald, 2001; Schillinger et al., 2021; Sung et al., 2016）。青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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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焦慮情緒如果長期未處理，會導致個案的學業受影響，更糟糕的是，學業成績的不佳可能會加
劇學生的考試焦慮，使他們陷入一個惡性循環，這樣的情境可能導致部分學生選擇放棄學業、產生
自卑羞愧感、與同儕疏遠，甚至做出輟學的決定（陳智修，2018）。值得注意的是，高度考試焦慮
者在未來發展心血管疾病和其他情緒健康問題的風險也將增加（Conley & Lehman, 2012; Daly et al., 
2011; Putwain et al., 2021）。因此，為了維護臺灣學子的身心健康，如何幫助他們適當調節考試壓
力以及如何因應考試焦慮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議題（宋曜廷等人，2013；陳智修，2018）。

（二）考試焦慮的理論概念

1950年代初期，Mandler 與 Sarason（1952）首次提出一套理論架構並設計了相應的問卷，旨
在探索考試焦慮對學業成就的潛在影響，不過，學界普遍認為，當時的研究框架仍處於初級階段，
主要側重於單一維度（one-dimensional）的解讀（Putwain, von der Embse, et al., 2020; von der Embse 
et al., 2018）。到了 1967年，Liebert與Morris兩位學者進一步完善此理論，提出了考試焦慮二因
素模式，分別為憂慮（worry）和情緒性（emotionality），從此，學術界的研究範疇逐漸轉向更為
深入的二維度分析，使得我們可以更細緻地區分考試焦慮中的認知成分與情感生理反應（Liebert & 
Morris, 1967; Putwain, von der Embse, et al., 2020; Torrano et al., 2020）。
憂慮乃指考試焦慮中的認知成分，它涉及學生對考試或競賽成果的自評認知偏向（Schillinger et 

al., 2021）。具體來說，當學生反覆憂慮自己在考試或競賽中可能的不佳結果，或是質疑自己是否
能夠順利完成測試，他們可能對該考試感到強烈的主觀威脅。這種認知層面的焦慮往往持續時間較
長，且影響學習和考試的專注力（高淑芳、陸洛，2001；Lowe, 2019; Schillinger et al., 2021）。與
此不同，情緒性反映的是學生對於考試威脅的即時情緒和生理反應，如因焦慮而引起的心率增加、
手汗、口乾舌燥或頭暈等症狀（Shen et al., 2018）。此種反應主要由自主神經系統所引發，並可在
考試前的某段時間開始，於考試進行期間達到高峰，多數人會在考試結束後恢復至正常狀態（Roos 
et al., 2021; Szafranski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11）。

1984年，Sarason基於二因素模式，進一步拓展至四因素模式，此模型保留了原有的憂慮構
念，並增加了考試無關想法（test-irrelevant thinking），同時，將情緒性細分為身體症狀（bodily 
symptoms）和緊張（tension），其中，考試無關想法涉及學生在考試中的分心思緒，例如：最
近我遇到了什麼問題？；身體症狀則描述生理上的反應，如：頭痛或心跳加快；而緊張涉及負面
自我感知，例如：考前的焦慮感，Sarason強調，專注於考試任務能夠緩解考試焦慮的負面效應
（Sarason, 1984）。而隨著研究的深入，後續有學者從認知理論來探討考試焦慮的模型，其分別為
認知干擾模型（cognitive interference model）（Wine, 1980）和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Naveh-
Benjamin et al., 1981），在認知干擾模型（cognitive interference model）中，焦慮的學生傾向分心於
考試無關的思緒，例如：對表現的擔憂，這會影響他們的考試表現（Burcaş & Creţu, 2021; Lowe & 
Lee, 2008）。而缺陷模型則細分為學習技能缺陷（study skills deficits）和應試技能缺陷（test taking 
deficits），前者認為學生由於缺乏有效學習技巧而容易產生焦慮；後者則認為學生在考試時因應試
技巧不足而產生焦慮（von der Embse et al., 2018）。
綜觀相關文獻，儘管不同學術流派對考試焦慮的定義存在微妙的差異，但普遍認為考試焦慮是

一個多維度的複雜構念。

（三）考試焦慮的評估方法

隨著科技的進步，考試焦慮的評估已有更多元型式，譬如利用醫學影像（例如：fMRI）（Huang 
et al., 2022），和行為測量（例如：臉部表情的辨識）（Kim et al., 2022），但自我評估仍為主要的
測量方式（self-report measures）。不過，學界近年開始提出應運用更客觀且連續性的生理測量方法
作為評估工具（Cai et al., 2018; Conley & Lehman, 2012; Roos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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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評估的多面向與其挑戰

測量考試焦慮最常用的自我評估問卷，又可分成兩個面向，一個是特質考試焦慮（trait test 
anxiety），此焦慮的特徵是相對穩定但長期不舒服的情緒狀態，主要是和受試者對於考試威脅的覺
察（Bertrams et al., 2010; Ng & Lee, 2015）。另一個面向是狀態考試焦慮（state test anxiety），相對
特質考試焦慮而言，其為暫時性的情緒狀態，此狀態可能會隨著離考試日期的遠近而有所變化（龔
韋勳，2018；Szafranski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11）。狀態焦慮的高低取決於個體的特質焦慮及
考試環境壓力下的交互作用（Eysenck et al., 2007）。目前，多數考試焦慮量表著重於「特質考試焦
慮」，且一般認為特質與狀態焦慮之間存在正相關（Bertrams et al., 2010; Roos et al., 2021）。然而，
某些學者強調在考試情境中，更應重視「狀態考試焦慮」的測量，以避免由於回憶效應或主觀信念
所引起的偏差（Goetz et al., 2013; Robinson & Clore, 2002）。
儘管自我評估提供了方便且成本效益的評估策略，但仍存在回憶誤差、主觀信念偏差、社會期

許效應等可能妨礙其準確性的因素（Roos et al., 2021; Strohmaier et al., 2020）。

2. 生理測量

近年，學者嘗試利用生理指標深入評估焦慮狀態，如分析唾液皮質醇（salivary cortisol, SC）
的濃度變化或膚電活性（electrodermal activity, EDA）以評估測驗時的情緒調節（Pizzie & Kraemer, 
2021; Ringeisen et al., 2019）。相較於自評問卷，生理指標具有兩大優勢：（1）提供更為客觀的數據，
減少主觀誤差；（2）能連續追踪數據，觀察其與時間或特定事件的相關性（Roos et al., 2021）。生
理指標會因自律神經活化而有暫時性的變化，這是為了幫助身體有更多的資源去作反應，這種個體
因應壓力情境所產生的生理反應，又稱之為生理喚起（physiological arousal）（Bian et al., 2022）。
理論上，當個體處在考試中，或是考試焦慮較高時，生理喚起比率也會呈現較高的趨勢，且這種變
化是個體無法自行控制和隱藏的（Roos et al., 2021）。目前，針對考試焦慮的常見生理指標包括：

（1）心率（heart rate, HR）。此指標評估心血管系統活動，通常用 BPM表示（beat per minute, 
BPM），研究指出，心率與考試焦慮正相關，但與考試成績呈現負相關（Daly et al., 2011）。心率
因壓力因素、個體因素或對威脅的認知程度而異（Conley & Lehman, 2012）。

（2）血壓（blood pressure, BP）。評估心臟對血管的壓力。當壓力增加，交感神經活化導致血
壓升高，故考試焦慮與血壓正相關（Apriza et al., 2022）。目前主要以居家血壓偵測（hom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HBPM）方式測量，但也有研究採用 24小時動態血壓監測（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BPM）進行長時間追踪，以瞭解學生面對壓力時的血壓變化趨勢，但缺點是儀
器價格昂貴（陳朝欽、葉宏一，2018；Conley & Lehman, 2012）。

（3）心跳變異率（heart rate variable, HRV）。測量心跳間隔的變異程度。研究顯示，HRV太
低，代表心臟對於壓力的反應空間較小，這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故理論上 HRV與考試焦
慮呈負相關（Roos et al., 2021）。而 HRV的指標又可分成時域指標和頻域指標，常見的時域指標
為：心跳與心跳間期的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of all normal to normal intervals, SDNN），單位
為毫秒，而常見的頻域指標為極低頻波（very low frequency, VLF; VLF: 0.0033-0.04 Hz）、低頻波
（low frequency, LF; LF: 0.04-0.15 Hz）、高頻波（high frequency, HF; HF: 0.15-0.40 Hz）（林宜美，
2021；Forte et al., 2019）。
然而儘管多數研究結果支持生理喚起的理論，但在實務研究上生理指標和自評量表之間並非呈

現正相關，這之間可能的干擾因素包括個體差異性、測量方式、測量的時間點、試題的壓力程度等，
且多數研究在實驗室環境下進行（Roos et al., 2021），故考試焦慮的生理測量仍需更多外部環境下
的驗證。
而為了更精確測量情緒及治療對於生理指標的影響，有研究採用在平日情境測量第 1次確立基

準值，在壓力情境下測量第 2次，將兩次數值相減所得之數值「差異值」作分析，提出將面對相同
壓力，但不同時間點或組別的差異值作比較，可更精確評估治療和壓力所帶來變化，且可減少個體
之間先天生理差異性所造成的研究誤差（Daly et al., 2011; Pittig et al., 2013; Trotman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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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力和考試焦慮的關係

注意力偏誤（attentional bias）為訊息處理中的特定傾向，讓個體對高威脅目標展現出較高的
關注度（Putwain, Symes, et al., 2020）。實證研究顯示，相對於低焦慮個體，高焦慮個體更傾向集
中注意力於高威脅刺激（Abend et al., 2018; Pergamin-Hight et al., 2015）。焦慮症的認知模型也提
出，這種偏誤可能促使焦慮症的發展（Mogg & Bradley, 2016）。透過視覺注意力的的深入研究，
Corbetta與 Shulman（2002）指出，視覺注意力受兩大系統主導：目標導向及刺激導向。根據注意
力控制理論，焦慮會增強對威脅的刺激導向系統的敏感度，並干擾目標導向系統，從而導致認知資
源的分配失衡（Corbetta & Shulman, 2002; Eysenck et al., 2007）。而其值得注意的是，高考試焦慮
者的注意力控制功能較弱，影響其抑制和轉換能力（Tan & Pang, 2023）。研究還發現，在考試壓力
下，高焦慮學生更傾向於關注與考試相關的威脅性刺激物（Zhang et al., 2018）。
高度考試焦慮者傾向將考試視為強烈的威脅，這使他們在考試中過度集中注意力於關注負面結

果而非真正的考試問題，特別是在高難度考試中，這個現象尤為明顯，成為影響考試表現的主要
原因 （Angelidis et al., 2019; Cai et al., 2018; Dodd et al., 2017; Wei et al., 2022）。例如，高考試焦慮
者在數學考試中容易分心，將注意力放在這次考試可能的不佳結果，而非真正解題（Putwain et al., 
2011; Woolridge et al., 2021）。因此，他們需要投入更多認知資源以維持專注（Wei et al., 2022）。
基於注意力偏誤的理論，學者發展了「注意力偏誤調整」方法（ABM），搭配電腦程式修正

焦慮患者的注意力偏誤，將其注意力傾向移向中性刺激，以降低其焦慮敏感度（Mogg & Bradley, 
2016）。目前已有多種 ABM典範，如點偵測訓練和視覺搜索訓練，在以 12項對照研究進行的統合
分析結果，發現 ABM治療焦慮上有顯著效果，屬於中等效果量（Hakamata et al., 2010）。然而，
另一個運用 46個對照研究的統合分析，卻發現 ABM焦慮的治療效果相當小，可能並無想像中的有
效（Mogoaşe et al., 2014）。研究者進一步的將實施場域作區分後，發現在臨床進行的 ABM訓練具
有顯著效果，在家中進行的 ABM則未見介入前後之顯著差異（Linetzky et al., 2015）。ABM治療
效果目前說法雖然不一，但相比常規心理治療，電腦網路化的 ABM治療提供了相對高性價比的選
擇，具有繼續研究的價值（Ferrari et al., 2016）。

（五）注意力對情緒調節的關係

情緒調節被定義為個體對於自身情緒的認知、體驗和表達的調控過程，是一種有意識地處理情
緒的策略（Gross, 1998; Kota & Venta, 2021）。焦慮疾病與情緒調節失調有關，其包括四個核心過
程：1. 辨識情緒調節的需求；2. 選擇適當的調節策略；3. 實施調節策略；4. 持續監控情緒調節狀態
（Sheppes et al., 2015）。
注意力過度集中於高威脅目標易造成大腦認知資源無法應用於情緒調節功能，導致大腦情緒中

心無法去活化，進而持續感受到負面的情緒體驗（Price et al., 2014）。近期研究指出，情緒調節能
力與學生的考試焦慮有密切關聯。過往研究運用情緒調節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於 1,266名醫學生進行評估，發現情緒調節能力較佳的學生考試焦慮程度較低（Liu et al., 
2021）。因此注意力分配（attentional allocation）被認為是情緒調節的一種機制，例如，將注意力
從打針的疼痛轉移到其他物體，如牆上的海報，能夠降低疼痛感受（Cisler & Koster, 2010）。進一
步的研究也顯示，通過調整注意力偏誤可以改善情緒調節能力（Van Bockstaele et al., 2019）。

（六）點偵測訓練

雖然藥物和認知行為療法對於焦慮症有療效，但其局限性亦明顯，如藥物的副作用和不完全
的治療效果（Mogg & Bradley, 2016）。因此，學者開發了點偵測訓練（DPT）方法，旨在利用大
量且重覆的注意力偏誤訓練，訓練受試者能調節自我注意力，不再聚焦負向刺激物，以減緩憂鬱
症、社交焦慮等情緒問題 （侯育銘等人，2020；Cai et al., 2018; Heeren et al., 2015; Price et al., 2015; 
Putwain et al., 2011）。

DPT是一種注意力偏誤調整方法（ABM），其原理是將兩種情緒刺激物同時呈現在單一螢幕
的不同側，再透過目標選擇任務，測量受試者的注意力偏誤傾向或訓練受試者將注意力從傾向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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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性刺激物轉移到中性刺激（van Rooijen et al., 2017）。詳細內容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會
在螢幕正中央呈現 「十」字的凝視點。第二階段會在凝視點位置的上方和下方呈現兩個刺激物（雙
字詞或圖片），一個為負向情緒刺激物（如：考卷），另一個為中性情緒刺激物（如：物件），兩
類刺激物以隨機且機率相等之型式，呈現在螢幕上方或下方。第三階段，兩個刺激物消失後，會在
其中一個刺激物的位置上（即第二階段的位置）呈現目標物（如：單一小圓點或其他類別目標），
受試者須儘速判斷目標物在何位置，並按下相對應的方向鍵（如：圓點呈現在上方位置時，按「↑」；
呈現在下方位置時，則按下「↓」鍵（MacLeod et al., 2002）。
訓練前測量受試者注意力偏誤傾向時，目標物出現於負向情緒刺激物與中性情緒刺激物方位

的機率各為 50%；然而，在訓練受試者將注意力從傾向觀看負向情緒刺激物方位轉移到中性情緒
刺激物方位時，則目標物出現於中性情緒刺激物方位的機率多設定為 100%（Beevers et al., 2015; 
Hakamata et al., 2010; March, 2010; Pettit et al., 2020），點偵測訓練介面示意圖，如圖 1所示。當
受試者注意力傾向於威脅性刺激物，且後續目標物同樣出現於威脅性刺激物方位時，反應時間
（reaction time, RT）較短；反之目標物出現在中性刺激物位置時，反應時間較長。經過點偵測訓練後，
受試者會傾向注意中性刺激物，故後續目標物出現於威脅性刺激物方位時，受試者此時需將注意力
從中性刺激物位置轉移至威脅性刺激物位置，故反應時間拉長；反之目標物出現在中性刺激物位置
時，反應時間較短（Price et al., 2015）。

圖 1
點偵測訓練介面示意圖

考卷

物件

凝視點

雙字詞

目標呈現

休息畫面

500ms

500ms

2000ms

500ms

因此，計算受試者在第三階段執行任務時，目標物在威脅性刺激物位置和中性刺激物位置的反
應時間，即可瞭解受試者注意力偏誤的傾向，為方便理解，計算方式多是將正確選取威脅性刺激物
位置目標物反應時間減去正確選取中性刺激物位置目標物反應時間，所得的數值稱為注意力偏誤指
數（attention bias index, ABI），當 ABI為正值時，表示受試者傾向避開考試字詞，這是 ABM研究
所預期的結果（Putwain et al., 2011; See et al., 2009）。
學者也嘗試利用 DPT來降低學生的考試焦慮，Cai等人（2018）選擇中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將其分為實驗組及安慰劑組，在 eStroop前後測評量的基礎上，實驗組進行了為期五天的連續電腦
DPT訓練。焦慮程度的評估包括視覺類比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的自我評估和澱粉酶
（salivary amylase）的測量。研究結果顯示，儘管在澱粉酶方面兩組之間沒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但實驗組的自我評估焦慮顯著減少，且在 eStroop測試中取得了明顯進展。此外，See等人（2009）
針對新加坡高中生進行了相關研究，將學生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研究以學生即將赴澳洲留學的情
境作為真實的壓力源，並使用電腦 DPT進行了為期 14天的介入訓練。每次訓練均伴隨著注意力偏
誤的評估，並使用情境與特質焦慮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作為前後評估工具，
研究結果表明，實驗組在注意力偏誤方面明顯避免了對負面刺激的注意，在特質焦慮方面，實驗組
呈現減少的趨勢，而對照組則呈現增加的趨勢；在狀態焦慮方面，兩組均有上升，但實驗組的增幅
明顯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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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上兩項研究雖對 DPT提出正面看法，但兩者皆非以正式考試作為考試壓力源，且後者是
在受試者已經到了澳洲才作後測，這些研究限制可能影響了對 DPT是否對實際生態環境的焦慮事
件具有介入成效的推論。此外，在文獻探討上，也有學者提出對DPT實用性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討論，
如 Carlbring等人（2012）將 79名符合社交焦慮診斷的受試者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並在家中
透過網路使用電腦進行了為期四週的 DPT訓練來降低社交焦慮，結果顯示兩組在焦慮感和注意力
偏誤方面沒有明顯差異（Carlbring et al., 2012）。同樣，Neubauer等人（2013）也找到了 56名符合
社交焦慮診斷的受試者，並將其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讓他們同樣在家使用網路進行了為期四週，
平均 8次的電腦 DPT訓練，且除了注意力偏誤和焦慮感的測量外，還進行了行為評估試驗和生態
瞬時評估，以瞭解受試者的社交焦慮改善程度，然而，結果顯示兩組在後測評量中並沒有顯著差異 
（Neubauer et al., 2013）。
過去的研究表明，部分研究提出點偵測訓練能有效降低對負面刺激的注意力以及減輕考試焦

慮。然而，這些結論是否能適用於臺灣青少年的考試焦慮仍存在四個研究缺口。首先，現有研究中
的點偵測訓練所使用的刺激項目與臺灣的考試文化無關，因此是否能有效訓練臺灣青少年應對考試
刺激的大腦迴路仍有待質疑。其次，引起考試焦慮的機制並非來自正式的學術考試，這是否能真正
引起學生對考試的負面情緒也值得懷疑。第三，測量考試焦慮的方法主要依賴問卷，缺乏生理測量
指標的客觀性。最後，現有研究中的點偵測訓練都是在電腦上進行的，相對於一般的移動設備，其
可及性較低。

（七）研究假設

假設一：透過本研究之點偵測訓練，可顯著降低受試者之情境與特質焦慮。
假設二：透過本研究之點偵測訓練，可顯著提升受試者之情緒調節能力。
假設三：透過本研究之點偵測訓練，可顯著降低受試者之注意力偏誤。
假設四：透過本研究之點偵測訓練，可顯著降低受試者之生理焦慮變化。

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招募對象為高中升學班學生，納入條件為有意願參與並已取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的學
生，排除重大精神疾病（如，思覺失調症、重鬱症等），最後共 12位受試者進行最終分析。

（二）研究工具

1. 情境與特質焦慮量表（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此量表英文版本於 1971年由 Spielberger等人所編製，主要用於評量受試者的主觀焦慮，目前
已有學者將之應用於考試焦慮的評估（Önem, 2010; See et al., 2009; Spielberger et al., 1971; Zettle & 
Raines, 2000）。其中文版由鍾思嘉與龍長風於 1984年進行翻譯修訂，王國川與鍾鳳嬌（2016）以
792位高中二年級學生，對中文版「情境─特質焦慮量表」進行信、效度探討，情境焦慮量表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為 .92，rho效度係數為 .92；特質焦慮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9，rho效度係數為 
.90，發現量表具有良好的鑑別力，但建議先實施「情境焦慮量表」，再寫「特質焦慮量表」，因可
避免先寫「特質焦慮量表」所造成的情緒波動，影響「情境焦慮量表」的評測（王國川、鍾鳳嬌，
2016；鍾思嘉、龍長風，1984）。

2. 情緒調節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

本研究所採用之情緒調節量表由Gross與 John（2003）編製，中文版為李澄賢（2004）修訂（李
澄賢，2004；Gross & John, 2003）。中文版之情緒量表以 909位大學生為受試者（男生 428位，女



教 育 心 理 學 報312

生 481位），經 Cronbach’s α係數考驗其內部一致性，發現重新評估（reappraisal）的 α = .77，壓抑
（suppression）的 α = .72，顯示其有不錯的信度（李澄賢，2004）。

3. 生理訊號

（1）生理回饋儀（ProComp5 Infiniti biofeedback system）。生理回饋儀是一種測量受試者生理歷
程狀態的工具，本研究所使用之儀器為 ProComp5 Infiniti biofeedback system，可偵測心率、心跳變
異率、膚電位、溫度、肌電位。本研究利用此儀器收集心率、心跳變異率，其方法是將呼吸帶繫於
受試者的腹部，心跳感應器戴於左手中指，每次測量時間至少 5分鐘。

（2）血壓計（OMRON HEM-7121）。本研究所利用之血壓計為 OMRON HEM-7121，量測受試者
之收縮壓和舒張壓。測量時，請受試者採坐姿，將壓脈帶有底邊置於受試者左手肘上方 1至 2公分
處，與心臟約同高度，其軟管置於內臂中央，固定位置後扣緊，再按測量鈕。

4. 點偵測訓練軟體

（1）手機軟體內容。本研究所採用的點偵測訓練軟體，是由本研究室與資訊公司共同研發而成。
軟體內容以 Putwain所發表針對考試焦慮所開發之 DPT為基礎作改編（Putwain et al., 2011）。這個
軟體以手機應用程式的形式提供，參與者可以在他們的行動裝置上安裝和使用。該訓練程式被分為
三個主要階段：前測（32回合）、訓練階段（120回合）、以及後測（32回合）。每個回合包含四
個任務：凝視點（顯示 500ms）、雙字詞（顯示 500ms）、目標呈現（顯示 2000ms）和休息界面（顯
示 500ms）。先前的研究指出，在考慮訓練時間和穩定性的情況下，進行約 120回合的 ABM訓練
可能是最適合青少年或兒童的次數（Abend et al., 2018）。也有研究表示在點偵測訓練中，200回合
的訓練對於改善注意力偏誤的效率較佳（Abend et al., 2014）。但無法否認，ABM雖然作為新型態
的認知介入方法，但注意力訓練過程是大量重覆且乏味的（Beard et al., 2012）。所以本研究在上述
考量之下，決定將訓練總次數設定在這個區間，希望能最大化訓練效果又不致降低受試者的完成動
機。參與者在進行訓練時需保持專注於行動裝置的螢幕，當「目標呈現」界面出現時，受試者需迅
速點擊黑點（目標物）。該軟體將於背景運作中，實時記錄參與者的反應時長及正確性。若受試者
在「目標呈現」界面超過 2000ms未作出反應，系統將自動進入「休息界面」，隨後開始下一回合。
於「前測」及「後測」階段，目標物出現於考試相關字詞或中性字詞方位的機率皆為 50%。然而，
在「訓練」階段，目標物出現於中性字詞方位的機率為 100%。目標物比例，如圖 2所示。

圖 2
目標物比率

（2）雙字詞刺激物。本研究所採用的雙字詞刺激物主要基於龔韋勳（2018）探討臺灣學生考試焦
慮之注意力偏誤研究，其刺激物源於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語料庫詞頻統計」所挑選之字詞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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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從中挑選 126個中性字詞，與 60個與高中生相關的考試字詞，之後邀請共 240位高中生根
據「考試相關程度」和「情感正負向」對 60個考試字詞進行評分，依據評分，從中再篩選出與考
試高度相關且情感偏負面的 42個考試字詞，從而形成本研究所需考試雙字詞庫，並以最相近筆劃
數和詞性為原則，各自選取 1個考試相關字詞和 3個中性字詞配對成 1組，共 42組字詞，如表 1。

（3）刺激物分配。本研究每週選取 7組雙字詞，進行前後測與訓練，每次依字詞組順序選取。訓
練回合之雙字詞則會逐漸增加，每次訓練所用之字詞組選用，如表 2。在「點偵測軟體」中，每組
考試字詞出現之機率均相同，每組 3個中性字詞出現之機率也相同，位置在上或下的機率也相同。

表 1
雙字詞組範例

組別 考試字詞 中性字詞 中性字詞 中性字詞

1 榜單 會集 裝戴 路段

2 答案 伴隨 即時 包裹

表 2
每次訓練所用之雙字詞組

訓練次 1 2 3 4 5 6
前測 1.2.3 3.4.5 5.6.7 8.9.10 10.11.12 12.13.14
訓練 1.2.3 1.2.3.4.5 1.2.3.4.5 8.9.10 8.9.10 8.9.10

6.7 11.12 11.12.13
14

後測 1.2.3 3.4.5 5.6.7 8.9.10 10.11.12 12.13.14
訓練次 7 8 9       10 11 12
前測 15.16.17 17.18.19 19.20.21 22.23.24 24.25.26 26.27.28
訓練 15.16.17 15.16.17 15.16.17 22.23.24 22.23.24 22.23.24

18.19 18.19.20 25.26 25.26
21 27.28

後測 15.16.17 17.18.19 19.20.21 22.23.24 24.25.26 26.27.28
訓練次 13 14 15 16 17 18
前測 29.30.31 31.32.33 33.34.35 36.37.38 38.39.40 40.41.42
訓練 29.30.31 29.30.31 29.30.31 36.37.38 36.37.38 36.37.38

32.33 32.33 39.40 39.40
34.35 41.42

後測 29.30.31 31.32.33 33.34.35 36.37.38 38.39.40 40.41.42

（4）注意力偏誤指數（attention bias index, ABI）計算。注意力偏誤指數為運用點偵測訓練軟體
檢視注意力偏誤在介入前後差異之指標，其計算方式為正確選取考試字詞方位目標物反應所需時間
（RT1）減去正確選取中性字詞方位目標物反應所需時間（RT2），ABI = RT1—RT2，當 ABI為正
值時，表示受試者傾向於迴避考試字詞（Cai et al., 2018; Putwain et al., 2011; See et al., 2009）。本研
究的訓練希望受試者能夠將注意力從引發其考試焦慮的字詞移開，即於後續正確選取考試字詞方位
目標所需時間變長，正確選取中性字詞方位目標所需時間變短，故 ABI數值越正，同時代表受試者
越不會將注意力放在焦慮字詞，符合研究訓練預期，訓練前、後注意力變化情形，如圖 3、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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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訓練前注意力變化示意圖

考卷

物件

訓訓練練前前，，受受試試者者傾傾向向「「威威脅脅性性刺刺激激物物」」（（考考卷卷））
    注意力移到考試字詞方位目標所需RT短
    注意力移到中性字詞方位目標所需RT長

+

RT1短短

RT2長長

凝視點 雙字詞 目標呈現 休息畫面

圖 4
訓練後注意力變化示意圖

考卷

物件

訓訓練練後後，，受受試試者者傾傾向向「「中中性性刺刺激激物物」」（（物物件件））
    注意力移到考試字詞方位目標所需RT長
    注意力移到中性字詞方位目標所需RT短

+

RT1長長

RT2短短

凝視點 雙字詞 目標呈現 休息畫面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經倫理審查通過後執行，倫理審查案號為 110-435，研究者事先聯繫中部某綜合高中，
並取得機構同意後，允許研究人員進入校園進行受試者招募。在研究開始前，研究員向學生詳細說
明了實驗的目的、方法及資料的保密性原則，確保個人數據將進行去識別化處理，不揭露任何個人
相關資料，並僅作為研究分析之用。此外，受試者可以根據個人意願在研究過程中選擇退出或繼續
參與。
待研究參與者與法定監護人均簽訂同意書後，研究員逐一教導參與者下載「點偵測軟體」。本

研究共有四個時間進行測量，第一個時間點，全體受試者於第一次期中考前九天進行「前測」，包
含生理與問卷測量。第二個時間點，受試者於第一次期中考前五天進行「第一次考前生理測量」。
於期中考後，連續六周，每周三天（分別為星期一、三、五）以手機 APP進行點偵測訓練，共

計 18次點偵測訓練，並以第 1次和第 18次的訓練數據為注意力偏誤之前、後測數據。第三個測量
時間點為全體參與者於第二次期中考前五天進行「第二次考前生理測量」，第四個時間點，「後測」
於第二次期中考後兩天進行，包含生理與問卷測量。
本研究使用統計套裝軟體 IBM SPSS Statistics 20版來進行統計相關的分析，人口學分析、焦慮

程度、情緒調節能力及注意力偏誤，以描述性統計、成對 t檢定進行分析。並將「第一次考前生理
測量」減去「前測」及「第二次考前生理測量」減去「後測」之各生理數值為「生理指標差異值」，
以成對 t檢定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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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一）人口學分析

在此探索性研究中，我們初步邀請了 13名受試者參與。然而，其中一名受試者未能完成整套
訓練，故最終有 12名受試者完成所有訓練程序。這些受試者中，男性占 3名（25%），女性為 9
名（75%），平均年齡為 16.60歲，標準差為 0.21。

（二）焦慮程度

假設一：透過本研究之點偵測訓練，可顯著降低受試者之情境與特質焦慮。
針對 12名參與者，我們採用成對 t檢定分析其情境及特質焦慮量表的前後測差異。於情境焦慮

量表上，前測分數平均值為 43.58（SD = 10.75），而後測為 39.08（SD = 9.77）。此結果顯示，二
者之間存在著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t(11) = 2.60, p = .025, d = 0.44）。 
特質焦慮量表，前測平均分數為 47.67 （SD = 7.90），後測平均為 44.83 （SD = 8.65）。此兩

測驗分數也展現顯著的統計差異（t(11) = 2.23, p = .048, d = 0.34）（詳見表 3）。
根據以上結果，受試者經訓練後，可顯著降低受試者之情境與特質焦慮，本研究結果支持假設

一。

（三）情緒調節能力

假設二：透過本研究之點偵測訓練，可顯著提升受試者之情緒調節能力。
運用情緒調節量表分別檢視重新評估與壓抑兩個情緒調節策略在介入前後之差異，我們施行成

對 t檢定分析。在「重新評估」量表上，前測的平均分數為 17.58 （SD = 1.73），而後測平均數為
19.75 （SD = 1.82）。此兩分數呈現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t(11) = 3.07, p = .011, d = 1.22）。
而「壓抑」量表，前測平均分數為 10.58（SD = 2.31），後測為 10.92（SD = 1.73）。然而，這

兩組分數並未展現顯著的統計差異（t(11) = -0.53, p = .608）（詳見表 3）。
根據以上結果，受試者經訓練後，可部份顯著提升受試者之情緒調節能力，本研究結果支持假

設二。

（四）注意力偏誤

假設三：透過本研究之點偵測訓練，可顯著降低受試者之注意力偏誤。
運用點偵測訓練軟體檢視注意力在介入前後之差異，其中注意力偏誤指數的計算方式為正確選

取考試字詞所需時間減去正確選取中性字詞所需時間。當此數值偏正時，表示受試者能將注意力從
讓他焦慮的字詞移開，避開考試字詞（Cai et al., 2018; Putwain et al., 2011; See et al., 2009）。
於前測中，受試者正確選取考試字詞的平均時間為 546.73ms（SD = 66.51），而後測為

555.25ms（SD = 66.89）。利用成對 t檢定分析，此差異未達統計顯著（t(11) = -2.04, p = .065）。在
前測的情境下，受試者選取中性字詞的平均時間為 546.18ms（SD = 65.70），後測時則為 553.46ms
（SD = 65.12）。同樣以成對 t檢定分析，差異未達統計上顯著（t(11) = -2.05, p = .064）。
至於前測的注意力偏誤指數，平均值為 0.54ms（SD = 4.52）；後測則是 1.79ms（SD = 8.67）。

進行成對 t檢定分析後，兩者未顯示明顯的差異（t(11) = -0.68, p = .51）（詳見表 3）。
根據以上結果，受試者經訓練後，無顯著降低受試者之注意力偏誤，本研究結果不支持假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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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訓練前後各指標前後差異分析

變項
前測 後測 t值 p 效果量M (SD) M (SD)

情境焦慮  43.58 (10.75)  39.08 (9.77) -2.60 .025 0.44
特質焦慮  47.67 (7.90)  44.83 (8.65) -2.23 .048 0.34
重新評估  17.58 (1.73)  19.75 (1.82) -3.07 .011 1.22
壓抑  10.58 (2.31)  10.92 (1.73) -0.53 .608 0.16
考試字詞 546.73 (66.51) 555.25 (66.89) -2.04 .065 0.12
中性字詞 546.18 (65.70) 553.46 (65.12) -2.05 .064 0.11
注意力偏誤指數   0.54 (4.52)   1.79 (8.67) -0.68 .505 0.19

（五）生理指標  

假設四：透過本研究之點偵測訓練，可顯著降低受試者之生理焦慮變化。
本研究比較心率（HR）、心跳變異率（HRV）及血壓值的變化，並分別於四個測量時點，分

別為前測、第一次考前生理測量、第二次考前生理測量以及後測。前測心率差值、心跳變異率差值，
即第一次期中考前五天與前測之心率、心跳變異率差，而後測心率差值、心跳變異率差值，即第二
次期中考前五天與後測之心率、心跳變異率差（四個時間點之各變項結果，詳見表 2）。
在心率部分，前測心率差值平均值為 -4.26（SD = 10.24）。而後測心率差值，平均值為 2.22（SD 

= 8.81）。通過成對 t檢定分析，前後心率差值並未達到統計顯著差異（t(11) = -1.78, p = .102），但
顯示受試者有朝向心率增加的傾向（詳見表 3）。
在心跳變異率部分，本研究以 SDNN為主，單位為毫秒（ms），前測心跳變異率差值平均值

為 3.63（SD = 28.55）；後測心跳變異率差值平均值為 -3.18（SD = 21.17）。成對 t檢定結果發現，
心跳變異率前後兩數值的差異，未達顯著差異（t(11)=0.67, p = .514）。但顯示受試者有朝向心跳變
異率降低的傾向（詳見表 4）。
在血壓部分，前測收縮壓差值（M = 1.67, SD = 11.82）；前測舒張壓差值（M = 3.92, SD = 6.31）；

後測收縮壓差值（M = 2.17, SD = 8.40）；後測舒張壓差值（M = -2.67, SD = 5.69）。成對 t檢定結
果發現，收縮壓前後兩數值的差異，未達顯著差異（t(11) = -0.11, p = .918, d = 0.05）。而舒張壓前
後兩數值的差異，達顯著差異（t(11) = 2.94, p = .013, d = 1.09）（詳見表 5）。
根據以上結果，受試者經訓練後，除舒張壓外，無顯著降低受試者生理焦慮變化，本研究結果

部份支持假設四。

表 4
四個時間點的心率（HR）、心跳變異率（HRV）、收縮壓、舒張壓

變項
前測

第一次
後測

第二次

考前生理測量 考前生理測量

M (SD) M (SD) M (SD) M (SD)
HR  87.05 (13.56)  82.79 (8.83) 80.82 (9.35)  83.13 (11.06)

HRV  62.08 (23.69)  65.72 (18.81) 67.83 (20.11)  64.64 (19.47)
收縮壓 103.33 (8.84) 105.00 (07.84) 98.33 (7.04) 100.50 (9.37)
舒張壓  67.50 (07.86)  71.42 (04.17) 66.92 (5.01)  64.25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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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心率（HR）、心跳變異率（HRV）、血壓前後差值比較

變項 比較項目
前測 後測 t值 p 效果量

M (SD) M (SD)
HR 心率差值 -4.26 (10.24)  2.22 (8.81) -1.78 .102 0.68

HRV HRV差值  3.63 (28.55) -3.18 (21.17)  0.67 .514 0.27
血壓 收縮壓差值  1.67 (11.82)  2.17 (8.40)  0.11 .918 0.05

舒張壓差值  3.92 (06.31)  2.67 (5.69)  2.94 .013 1.09

討論

本研究為臺灣首例嘗試將遠距行動載具之點偵測訓練應用於高中考試焦慮之探索性研究，本研
究支持透過點偵測訓練，發現可降低受試高中生情境和特質焦慮，促進情緒調節中的重新評估能力，
且部分降低受試者之生理激發。然而，本研究結果未發現過點偵測訓練可改善注意力偏誤的狀態。
後續將針對本研究假設的三大主題：自我評估、注意力偏誤指數、生理指標來作探討。

（一）自我評估指標的改變

本研究透過點偵測訓練的介入後，受試者之焦慮程度於後測相較前測顯著下降。其中，情境焦
慮分數下降代表個體在壓力情境的主觀緊張程度有所緩解，相較於前測，受試者受到當下壓力情境
的影響降低，特質焦慮分數下降則是指出這些受試者在人格特質上有趨向穩定的狀態，即使感受到
壓力，也能保持冷靜（王國川、鍾鳳嬌，2016；See et al., 2009）。顯示透過點偵測訓練，受試者在
面對壓力情境時，其主觀感受到緊張與焦慮程度都有所調整，進而降低了其受到壓力影響的程度。
本研究結果也呼應，讓受試者轉移注意力以避免負面訊息，有助於在壓力情境下調節情緒幫助人們
降低焦慮感（Sanchez et al., 2014）。
此外，情緒調節量表是一種廣泛運用於評估調節考試焦慮情緒的工具（Holic & Creţu, 2018; Liu 

et al., 2021; Schweden et al., 2020）。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受試者經過點偵測訓練後，在後測中的情
緒調節能力特別是重新評估能力顯著提升。ABM訓練著重於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導至較少威脅的目
標，以降低焦慮，這在概念上與專注於正面思考的情緒調節策略實質相似（Todd et al., 2012）。學
者們認為，在 ABM訓練過程中，受試者進行的腦部認知訓練，包括專注、維持和轉移注意力，這
種靈活運用注意力的方法可能幫助受試者有效地調節情緒（Pettit et al., 2020）。這可能表明，通過
注意力訓練，受試者能夠更有效地改變對負面情緒事件的詮釋和觀點，進而有助於降低壓力對情緒
的影響（Holic & Creţu, 2018; Schweden et al., 2020）。過往研究顯示，長期採用不當的情緒策略，
如過度壓抑或低自我覺察，可能加劇焦慮情緒問題（Campbell-Sills et al., 2006）。重新評估是一種
適應性的情緒調節策略，它被認為能減少考試焦慮引起的注意力干擾（Kota & Venta, 2021）。以中
國醫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也證實了情緒調節能力較佳的學生更頻繁地使用重新評估策略，並確認
了情緒調節與考試焦慮之間的負相關（Liu et al., 2021）。
本研究結果支持 ABM訓練有助於增進受試者的情緒調節能力，但點偵測訓練如何影響重新評

估能力並降低焦慮情緒的具體內部機制仍需進一步實證研究來探討。

（二）注意力偏誤指數的改變

然而，透過點偵測訓練，雖然受試者自評焦慮程度有降低，但注意力偏誤在前、後測未達預
期差異。在過去的文獻中，亦曾發現類似的結果，像是 2013和 2023年，分別有研究者利用遠距
ABM治療社交恐懼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皆發現自評症狀雖有顯著下降但效果輕微，且前、後
測的注意力偏向並未有明顯變化，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因受試者在家作訓練的動機不如在實驗室強烈
（Alon et al., 2023; Neubauer et al., 2013）。此外，亦有學者認為陌生的實驗室環境較可能引起高水
平的壓力，這種壓力會促發大腦神經傳遞物質對特定回路產生刺激，在學習和記憶中產生正向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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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有效增加每次 ABM訓練的效率（Joëls et al., 2006; Kuckertz et al., 2014）。
部分研究也發現 ABM對於臨床評估的焦慮症狀雖有輕微但顯著的影響，但對於兒童自我或家

長報告的焦慮測量則無顯著前後差異，且透過眼動儀追蹤分析，發現焦慮和注意力偏誤的關聯可能
並沒有想像中的明顯（Clauss et al., 2022; Hang et al., 2021）。
此外，當刺激物所引起的負面情緒不夠強烈，可能因此無法訓練注意力的轉移（Martinelli et 

al., 2022; Neubauer et al., 2013; Todd et al., 2018）。而不同的 ABM型式（如以文字呈現刺激物或以
圖片呈現刺激物）都可能影響注意力偏誤的呈現型式（Parsons et al., 2019）。建議未來研究需進一
步研究所挑選的刺激物，對受試者誘發的焦慮強度，譬如事前評估受試者對於刺激物的感受強度是
否有影響生理變化，或是可以考慮運用圖片作更直覺的刺激。

（三）生理指標的改變

最後，本研究的生理指標顯示，受試者在心率、心跳變異率和收縮壓的前後差值在第一次和
第二次期中考之間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推論心律未達顯著差異的原因可能為受試者為健康青少
年，非臨床病患，故考試焦慮所引發的生理變化幅度相對較小，因而較難被偵測出來（Roos et al., 
2021）。此外，由於學者提出對單一壓力因子進行測試相對困難（See et al., 2009），且本研究因學
校場域活動安排的限制，只能在考試前五天進行生理指標測量，無法在更臨近引發較大壓力的期中
考時間進行評估，因此推論測量時間點的限制可能導致未能捕捉到考試焦慮時的生理變化。建議未
來研究可以透過多次量測血壓再平均數據，或使用 24小時動態血壓計，以獲得更精確的數據（Bajkó 
et al., 2012）。此外，受試者的主觀焦慮變化未必反映在客觀生理變化上，因此更應關注受試者對
於主觀生理變化的感受是否會引發更多焦慮情緒（Trotman et al., 2019）。
過去文獻指出，一旦存在壓力事件，受試者的收縮壓和舒張壓通常會上升（Conley & Lehman, 

2012; Zhang et al., 2011）。然而，在本研究中，雖然收縮壓有所上升，舒張壓卻顯著下降。相比之下，
收縮壓容易受多種因素影響而上升，舒張壓的表現更可能代表個人的神經質特質，屬於較為穩定的
特質（Cai et al., 2022），因此舒張壓的變化也可能與個案的神經質特質變化有關，未來需進一步通
過增加樣本數來進行驗證。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生理結果無法完全支持受試者的焦慮有客觀降低。
腦部研究發現，ABM能改變前扣帶回、前額葉和杏仁核的活性，這與對威脅的注意力偏向、

情緒調節功能及焦慮感有關（Carlson et al., 2022; Kohn et al., 2014; Picó-Pérez et al., 2017）。認知重
新評估的認知模型認為，用於調節注意力、記憶和思想的認知控制，也能應用於情緒的認知調節
（Ochsner & Gross, 2008）。這可能解釋了為何透過 ABM訓練，受試者感受到自我焦慮情緒的降低
及認知重新評估能力的提升。然而，僅依靠注意力偏誤的變化、自評量表和生理測量來探討 ABM
的效用，可能存在方法學上的限制，學者也提出需要謹慎考量受試者主觀想法與感受對結果的影
響（Roos et al., 2021）。相較之下，評估大腦網路在 ABM訓練前後的變化，例如前扣帶回的灰質
體積大小差異，可能會更有助於瞭解焦慮症狀、認知能力和注意力偏誤之間的關係（Carlson et al., 
2022; Heeren & McNally, 2016）。因此，對於高中生考試焦慮的治療，ABM的後續應用仍需更多實
證研究來進行驗證。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首例將 ABM帶入臺灣高中生之實證研究初探。然而，本研究為點偵測任務訓練對高
中生的成效初探，因為缺乏對照組，故尚無法下結論訓練結果是成功的。青少年因大腦控制能力尚
處於發育階段，早期介入更有預防焦慮的可能性，遠距訓練在經濟上和時間上的配合也更有彈性（侯
育銘等人，2020；Hang et al., 2021; Lowther & Newman, 2014）。而點偵測訓練被認為是在 ABM中
治療臨床焦慮或情緒脆弱性有一定願景的介入方式（Price et al., 2019），本研究結果發現遠距執行
點偵測訓練，可能有助於改善受試高中生的情境與特質焦慮及促進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能力，但受
限於本研究為無控制組的探索性研究，故建議未來研究應擴大樣本大小與增加對照組，以增強統計
的效力，並確保研究結果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同時也能提供更可靠的基礎來評估點偵測訓練對考試
焦慮的實際效果，從而更有效地確認研究假設的正確性。此外，本研究本次招募到的訓練對象為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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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班的高中生，然而一般高中生，或許與升學班學生的考試焦慮具有差異，然本研究缺乏焦慮高低
組對照因而無法進一步瞭解，後續研究建議可以納入焦慮高低組進行分析。
此外，本研究之注意力偏誤未於點偵測訓練後明顯改變，推論可能為所採用之刺激物強度不夠

（Martinelli et al., 2022; Neubauer et al., 2013; Todd et al., 2018），或在家訓練的動機不足（Alon et 
al., 2023; Neubauer et al., 2013）。未來可以考慮深化刺激物之強度，並加入學者所建議的運用更多
遊戲元素以促進在家訓練之動機（Wiley et al., 2020）。
本研究的生理測量結果未顯示顯著改善，這可能是由於測量時間與考試日期的距離過遠，導致

無法精確捕捉到學生實際面對考試時的焦慮反應。為了減少對學生的干擾並提高測量的精確性，可
以考慮使用貼身生理測量儀器。如果後續研究能夠導入這類儀器，將更有利於評估 ABM的生理療
效（Bajkó et al., 2012）。
此外，本次研究存在以下限制：首先，這是一項探索性研究，完整接受訓練的參與者共 12人，

其中 3人是男性。因此，將本研究的結論推廣至整個高中生族群時，需更加謹慎。其次，由於缺乏
控制組，本研究的結果可能受到期望效應的影響。建議未來研究應增加控制組，以進行更精確的訓
練成效比較，並擴展研究對象至不同年齡層，以探索點偵測訓練對不同年齡受試者的效果是否存在
差異。最後，雖然本研究同時收集了自陳焦慮程度和生理指標，但由於生理測量只能在期中考前五
天進行，建議後續研究應考慮在更接近壓力事件的時間點進行測量，以更精確地評估點偵測訓練對
考試壓力造成的生理變化的影響。這種方法將有助於更深入地瞭解點偵測訓練在實際應用中的有效
性，並促進其在臨床和教育環境中的實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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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a Mobile-Based Dot Probe Task Program 
in Alleviating Test Anxiety and Enhancing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Yi-An Lin1 and Han-Yun Chang1, 2

Test anxiety refers to a specific anxious response experienced by individuals during examinations, evaluations, or 
competitions. Epidemiological data on test anxiety in Taiwanese students remain limited. However, globally, the prevalence 
of test anxiety across educational stages ranges from 15% to 25%. The severity of test anxiety increases with age, peaking 
during high school and junior high school years. Excessive test anxiety in adolescents results in academic underperformance 
and poor learning outcomes. In addition, test anxiety leads to cognitive problems, such as negative self-evaluation and 
apprehension of underachievement and low self-esteem; physi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accelerated heart rate, rapid breathing, 
and increased blood pressure;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such as nail-biting or looking around nervously. Although test anxiety 
is common among students, excessive anxiety can reduce their ability to perform effectively in tests, thereby affecting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Moreover, excessive test anxiety can reduce students’ social functioning and overall well-being. The 
aforementioned effects of test anxiety are mediated through reduced concentration. Attentional bias refers to individuals’ 
tendency to disproportionately focus on highly threatening stimuli dur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mpir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 levels of anxiety are more likely to focus on high-threat stimuli.

Dot probe task (DPT), a form of attention bias modification (ABM) training, helps reduce attentional bias by training 
individuals to shift their focus away from high-threat stimuli. This task frees cognitive resources from threatening stimuli, 
thereby promoting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reducing test anxiety in students. However,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ABM remain 
inconclusive. Moreover, multiple gaps remain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DPT in alleviating students’ test anxiety. 
First, the effectiveness of DPT i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vention location—school or home (remote). Thus,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is needed before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DPT. Second, whether informal academic tests genuinely elicit test 
anxiety–related emotions in students remains unclear. Third, test anxiety has been mainly using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very few studies have included diverse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Finally, most studies have implemented computer-based DPT 
programs; computers are less accessible than mobiles. The effectiveness of mobile-based DPT programs remain to be evaluated. 
Nevertheless, compared to conventional psychological treatments, computerized and online ABM therapy offers a relatively 
cost-effective option, making it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mobile-based DPT program for Taiwanese students. This program was developed using test 
anxiety–related words as culturally relevant stimuli. It lasted for 6 consecutive weeks. A total of 18 DPT sessions (each lasting 
10 min) were conducted between two mid-term tests; the sessions were held thrice a week (Mon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Students’ daily academic tests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program to closely simulate real-life test scenarios. Their heart rate,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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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variability, and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were measured during tests. We hypothesized that the DPT program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students’ state and trait anxiety, enhance their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mitigate attentional 
bias, and prevent anxiety-related physiological changes.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were measured 5 days before the mid-term 
tests. This study included 13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them, 12 students completed the training. Paired t tests revealed that the 
DPT program effectively reduced students’ state and trait anxiety, enhanced their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and suppressed 
(partially) physiological arousal. However,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observed in attentional bias.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empirical exploration of ABM among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However, the absence of a control group posed a significant limitation to the study’s design, as it restricted our ability to isolate 
the true impact of the intervention from other confounding factors.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mobile-based DPT program 
can help alleviate high school students’ state and trait anxiety and enhance their emotional reappraisal ability. Our study was 
exploratory in nature; thus,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and the sample size and include a control group to enhance statistical 
power, improv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findings, and offer a reliable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actual 
effects of DPT on test anxiety, thereby allowing for a conclusive evaluation of our hypothesis.

Notably, we recruited students from advanced classes, a group that may exhibit different levels of test anxiety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student population. We did not compare intervention efficacy between students with high anxiety levels 
and those with low anxiety levels; this limits the broader applicability of our findings, necessitating further analyses fo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these groups. Furthermore, our program exerte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attentional bias; this finding 
may be attributable to the insufficient intensity of the stimulus used in the study or the lack of moti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essure during home-based training. Furthermore, different forms of ABM (e.g., stimuli presented as text versus images) 
may influence the manifestation of attention bias in different ways (Parsons et al., 2019). Future studies should explore 
methods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stimuli to better induce anxiety responses in participants. Additionally, incorporating game 
elements into the intervention design may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for home training, thereby improving engagement and 
effectiveness. 

Our program did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s, possibly because they were healthy 
adolescents, not clinical patients; this made it difficult for us to detect test anxiety–related physiological changes. Furthermore, 
the measurements were performed too far from the test dates to accurately capture anxiety-related physiological changes during 
actual test scenarios. The extent to which subjective anxiety-related changes correspond to objective physiological changes 
remains unclear. To address these limitations and enhance measurement accuracy,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nsider using long-
term wearable 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devices, which may provide comprehensive data on the 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ABM. 
Overall, the physiological findings from our cohort do not fully support the efficacy of the DPT program in reducing in test 
anxiety.

Evaluating the efficacy of ABM training using only changes in attentional bias, self-report scales, and 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s may pose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These methods, while valuable, may not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driving the intervention’s effects. To address these gaps, further 
empirical research is needed to substantiate the efficacy of ABM in reducing test anxiety among high school students. Future 
studies should also incorporate advanced neuroimaging techniques to assess changes in brain network activity before and 
after ABM training. Such approaches can help identify specific neural correlates associated with 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offering deeper insights into it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mpact.

This study has several limitations. First, as an exploratory study, it involved only 12 participants (3 boys). Thus, caution 
must be exercised when generalizing our findings to the broader high school student population. Second,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a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migh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xpectancy effect. Future studies should address 
these limitations by including control groups, balancing sex proportions for accurate comparisons, and expanding the sample 
to include different age group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PT exerts varying effects across age ranges). Lastly, although this 
study collected both self-reported anxiety levels and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the 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s were only taken 
five days before mid-term exam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measuring closer to stress events to more accurately assess 
the impact of dot probe task on physiological changes caused by exam stress. This approach will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ot probe task and enhance its utility in clinical and educationa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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